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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的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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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 译 本 自 面 世 以 来，国 际 销 量 可 观，影 响 深 远。但 是 《习 近 平 谈 治 国 理

政》中部分内容的英译似乎显得不那么忠实。因此，本文梳理 外 宣 翻 译 中 的 忠 实 概 念，考 察 《习 近 平 谈 治 国

理政》英译实例，探讨忠实的必要性、相对性、多维性 和 恒 定 性，阐 明 《习 近 平 谈 治 国 理 政》英 译 的 忠 实 特

点。结合国内外机构翻译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发现采用机构翻译视角可以更好地解释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成功英译的忠实属性，既可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过程中体 现 出 的 归 化 趋 势 提 供 理 论 阐 释，也 为 新 时

代构建融通中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背景下我国机构翻译的实践发展提供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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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下文简称 《理政》）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法等多语种于２０１４年１０
月向全球出版发行。《理政》第一、第二和第三卷已有３３个语言版本，在全世界１７０多个国家和地

区出版发行，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１］。《理政》的英译版本由中国外文局、中央编译局及外交部等

部门的中方译员及母语为英语的语言专家集体精心打造而成，具有官方翻译的性质。由官方组织的

对外翻译，在我国有诸如外宣翻译和国家翻译实践等称谓。其中，外宣翻译的使用最为广泛。外宣

翻译的操作和评估，国内学界曾经提出过 “硬译” “讲政治” “政治等效”及 “三贴近”等指导原

则。这些指导原则均将忠实奉为圭臬。比对 《理政》英译文本呈现出的新特点，这些原则似乎并不

能很好地解释 《理政》英译的成功，部分译文还与上述评估原则有相悖之嫌，显得不那么忠实。
笔者认为，借助机构翻译的理论框架，有助于更好理解外宣翻译的忠实。机构翻译的官方规约

性可以用来解释外宣翻译中忠实的动态性和恒定性，逻辑如下：不同历史时期的忠实内涵，是在考

虑国内外形势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基础上因时、因势而定，具有动态性；机构翻译忠实的对象是恒定

的，即忠实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总目标；在文本构建和翻译重构策略选择层面，忠实的具体对象是

当时当地官方管理机构制定的规约。此外，机构翻译的代言性、集体性和靶向性可以帮助我们历时

梳理机构翻译研究相关成果，有理有据 地 解 释 《理 政》英 译 程 序 的 新 设 举 措 和 英 译 文 本 的 归 化 倾

—８４１—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2.05.003



向，为新时代我国对外传播从 “翻译世界”向 “翻译中国”的转变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建议。

二、外宣翻译中的忠实

要总结提炼 《理政》英译的成功经验，需要适用的评估原则来考察 《理政》英译过程和英译文

本特点。依其功能定位，《理政》的英译应归为外宣翻译。外宣翻译就是将与中国相关的信息翻译

成外文，通过纸质媒体、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等载体对外发表传播［２］。据此定义，外宣翻译包括学

界提到的政治文献翻译［３］以及相对笼统的对外翻译［４］。外宣翻译的指导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

现过 “硬译”“讲政治”“政治等效”以及 “三贴近”等观点。这些观点要么来源于权威的政策指示，
要么生发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经验总结。虽然某些观点存在争议，但忠实是一致推崇的指导原则。

我国的外宣翻译始于上个世纪５０年代的毛 选 外 译，中 央 高 度 重 视，具 有 政 治 任 务 的 属 性［５］。
毛泽东主席鼓励翻译工作者积极做好 翻 译 工 作，将 外 译 工 作 的 定 位 提 升 到 党 的 “理 论 工 作”的 高

度［６］。既然是党的理论工作，那么准确传达我党的主张就是必然要求。毛主席指出，理论著作的外

译，“‘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 ‘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

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６］。毛选译者张仲实对此的解读是，理

论的外译，应该 遵 循 “硬 译”的 原 则，在 “信”和 “顺”无 法 两 全 时，以 译 者 理 解 的 “信”为

准［６］。在翻译方法上，“硬译”以重视直译为特征，在翻译策略上，“硬译”体现的是异化的策略选

择。多年来，理论书文外译的承担单位中央编译局一直采用异化策略，多用直译方法［４］，其目的，
应是再现我国理论思想中的原创性和权威性。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来看，是忠实于原文作者和思想，
将具有异域色彩的文本带给读者。

“讲政治”也是以原文为中心的翻译指导原则。前外交部资深翻译家程镇球阐述了 “讲政治”
的内涵。“讲政治”共有四条要求，“首先要在政治上忠实于原文”，外译时，要 “紧扣原文”“不能

任意删字，当然也不能任意加字，或者离开原文自由发挥”，同时，需要注意原文的词序，“不要轻

易颠倒，避免犯政治性错误”［３］。其次，如外译需要参考外媒相关内容，词汇的选用要留心 “词义

的政治含义和影响”。再次，外译工作者需要具有政治敏锐性和政策意识，在吃透原文精神的前提

下，达到 “讲政治”的第四个要求———掌握好用词的分寸。即使 “讲政治”的表达形式在英文中并

不常见，也要形成惯例，坚持使用［７］。“讲政治”强调的忠实是在透彻理解原文政治信息的基础上，
忠实于政治信息的准确、完整传递。译文的可读性、接受性在翻译操作考量中处于从属地位。

如果说 “硬译”和 “讲政治”的指导原则是以原文中 （政治）信息的无损传递为外译标准，那

么 “政治等效”和 “三贴近”则是以译文表达习惯为依归，以译文读者的接受度为首要考量。“政

治等效”原则是 “必须一方面准确、忠实反映源语和说话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语境，另一方面，要

用接受方所能理解的译入语来表达，使双方得到的政治含义信息等值，使译文能起到与原文相同的

作用和交际功能”［８］。新华社对外部英文专家、译审王平兴认为 “政治等 效”是 无 法 完 成 的 任 务；
外译时，要追求的是再创对应信息；“双方得到的政治含义信息等值”和 “政治等效”的提法在逻

辑上有瑕疵，不切实际［９］。同样以译文读者接受度为考量标准的指导原则还有黄友义提出的 “三贴

近 （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２］。根据

此原则，外译时不仅要做到传统的信、达、雅，还需考虑受众思维习惯，切忌机械逐字直译，可以

“对原文进行适当加工”，处理原文信息时，有时要直译，有时则需采用间接转述的方式。
上述四个外宣翻译指导原则均强调忠实。 “硬译”和 “讲政治”是从信息发出者的 角度出发，

以原汁原味对外传播 （政治、理论）主张为外译忠实的要义，属于异化翻译策略下的 “硬”宣传；
“政治等效”和 “三贴近”则以对外传播的效果作为导向，让译文阅读顺畅，让信息易于理解，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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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顺理成章，属于归化翻译策略下的 “广”传播。按照时间发展脉络，外宣翻译的指导原则经历

了从原文中心到读者中心，从注重宣讲到注重接受，从单语角度强调政治正确到从跨文化角度追求

更高级别的政治、文化认同的三大转变。

翻译实践中不存在采用绝对的归化或异化策略的情况。上述四个翻译原则中，“硬译”和 “讲

政治”异化倾向明显，“政治等效”和 “三贴近”则有强烈的归化意味。实际外译操作时，如何平

衡异化和归化策略，更重要的是，如何达到忠实呢？外交部翻译室专家陈明明的看法颇有 参 考 意

义：“翻译能改变的非常少，能做的只是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尽可能做一些技术上的表述，消除一

些障碍。在余地不大的情况下，在忠实原文不漏不减的情况下，尽可能用准确的英文表述，加强外

国人的接受度；但同时也要认识到，让外国人对我们党政文件的表述完全满意并接受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现实的。”［１０］

三、《理政》译例分析的疑难点：忠实的必要性、相对性、多维性与恒定性

陈明明先生的观察说明：要忠实原文，不漏不减；在此基础上，翻译文本构建时可考虑采用一

些技术手段润色，提升译文接受度；并且译文在国外受众中取得完全接受是不可能的。将陈明明的

具体操作建议用于 《理政》英译的实例分析时，却存在一些疑难之处。表１是 《理政》第一卷的十

八个专题名及其英译文的列表。分析表明，这些专题名的英译，不仅存在又漏又减的情况，还有增

加原文中未提及的信息成分的现象。表１中译例的处理方式，与异化策略指导下的 “宁信而不顺”
“不可任意增删、自由发挥”的指导原则不符，也与归化策略指导下的 “忠实原文、不漏不减”要

求相悖。译例分析表明，现有的忠实概念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 《理政》英译操作的文本现象。《理

政》英译实践与现有忠实指导原则间的落差错位表明：作为外宣翻译的指导原则，忠实在不同历史

时期内涵不一，用于评估 《理政》英译实践时捉襟见肘，效果不理想。那么，《理政》的英译忠实

吗？笔者认为，《理政》的英译是忠实的，下面分别从忠实标准的必要性、忠实原则的相对性、忠

实内容的多维性和忠实对象的恒定性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首先，忠实标准的必要性。对译作的评判，英文中最常用的术 语 仍 然 是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ｎｅｓｓ或ｆｉｄｅｌｉ－

ｔｙ［１１］（Ｐ５７），亦即译界常用的信或忠实。王东风对忠实进行了解构，提出绝对忠实只存在于伦理层面，

实际操作层面，译作只能做到 “近真”［１２］。王向远认为，忠实 “是翻译中的理想主义”，也是必不

可少的翻译实践指导；只有坚持忠实，才能在翻译实践中 “提倡理想，规制现实”［１３］。若无忠实这

个伦理性的标准作为指导原则，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都会迷失方向［１４］。

其次，忠实原则的相对性。忠实是个具有多义性和相对性的概念［１５］。多义性表现在译文可以

忠实于原文形式、内容、写作风格、功能效果、意图等；相对性指的是忠实不可能在实践中面面俱

到，译文在某方面的忠实很可能是以其他方面的不忠实为代价。异化或归化策略的选择，或者说在

“信”还是 “顺”上的倾向，其实就是忠实原则相对性在翻译策略上的体现。不同策略指导下采用

的翻译方法，如直译、省译和增译等可以理 解 为 译 文 信 息 重 构 时 对 原 文 信 息 成 分 的 取 舍 和 强 调 手

段，是忠实原则相对性在译文语言资源配置时的体现。

再次，忠实内容的多维性。外宣翻译涉及国家大政方针，忠实的标准非常严格［３］，需严格遵循

“忠实原文，不擅自解读”原则［１６］，做到原文信息不漏不减。黄友义［２］提出的 “三贴近”原则，更

多地关注异域读者的需求，关注信息在目标语读者中的接受，翻译时，要根据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

注意过滤对内传播的内容，在对外阐释过程中做到内外有别［１７］。上述讨论涉及译者和外宣效果两

个方面。从译者角度来看，外宣翻译的政治性决定了译者对原文信息的处理，并没有太大的变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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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十八个专题名及其英译

中文专题名称 英译文 原文、译文比较与解析

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原文为动词 小 句，译 文 采 用 名 词 词 组。原 文 中 的 “坚 持 和 发
展”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动词。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ｅａｍ 原文为动 词 小 句，译 文 采 用 名 词 词 组。原 文 中 的 “实 现”和
“伟大复兴”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动词、形容词和名词。

三、全面深化改革 Ａｌｌ－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ｒ－ｌｅｖｅｌ
Ｒｅｆｏｒｍ

原文为动词小句，译文采用名词词组。译文中未见信息成分省
译现象，但增 加 了 名 词 “－ｌｅｖｅｌ”与 “ｄｅｅｐｅｒ”构 成 合 成 词，增
译了 “层面”的信息成分。增译名词，显性体现改革的层面。

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原文为动 词 小 句，译 文 采 用 名 词 词 组。原 文 中 的 “促 进”和
“持续健康”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动词和形容词。

五、建设法治中国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原文为动 词 小 句，译 文 采 用 名 词 词 组。原 文 中 的 “建 设”和
“中国”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动词和名词。

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ｈｉｎａ 原文为动 词 小 句，译 文 采 用 名 词 词 组。原 文 中 的 “建 设”和
“社会主 义”在 译 文 中 省 去。省 译 动 词 和 形 容 词。原 文 中 的
“强国”在译文中显性增译为 “Ｃｈｉｎａ”。增译名词。

七、推进社会事业和社会
管理改革发展

Ｓｏｃｉａｌ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ｓ 原文为动 词 小 句，译 文 采 用 名 词 词 组。原 文 中 的 “推 进”和
“改革发展”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动词和名词。

八、建设生态文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原文为动词小句，译文采用名词词组。原文中的 “建设”在译
文中省去。省译动词。原文的 “文明”有字典意义上的对应词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但译文中将其增译为 “改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显性体
现了生态文明的向好发展态势。增译名词。

九、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原文为动 词 小 句，译 文 采 用 名 词 词 组。原 文 中 的 “推 进”和
“军队现代化”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动词和名词。

十、丰富 “一国两制”实
践和推进祖国统一

“Ｏｎ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ｗｏ　Ｓｙｓ－
ｔｅｍｓ”

原文为动词小句，译文采用名词词组。原文中的 “丰富”、“实
践”、“推进”和 “祖国统一”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动词和名词
（此处的 “统一”，也可看作形容词）。

十一、走和平发展道路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原文为动词小句，译文采用名词词组。原文中的 “走”和 “道
路”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动词和名词。

十二、推动构建新型大国
关系

Ｎｅｗ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ａｊｏｒ－ｃｏｕｎ－
ｔ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原文为动 词 小 句，译 文 采 用 名 词 词 组。原 文 中 的 “推 动”和
“构建”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动词。

十三、做好周边外交工作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原文为动 词 小 句，译 文 采 用 名 词 词 组。原 文 中 的 “做 好”和
“工作”在译文中省去。省 译 动 词 （此 处 的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也 可 看 作
是体现了原文中 “外交工作”的涵义）。

十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
团结合作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
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原文为动 词 小 句，译 文 采 用 名 词 词 组。原 文 中 的 “加 强”和
“团结”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动词和名词 （“团结”在原文语境
中，也可视为形容词或动词）。

十五、积极参与多边事务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原文为动 词 小 句，译 文 采 用 名 词 词 组。原 文 中 的 “积 极”和
“参与”在译文中省去。省译副词和动词。

十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
联系

Ｃｌｏｓｅ　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原文为动词小句，译文采用名词词组。原文中的 “党”在译文
中省去。省译名词。

十七、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Ｃｏｍｂａｔ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原文为动词小句，译文采用动词词组。原文中的 “建设”在译
文中省去。省译名词。“反 腐 倡 廉”的 动 作 意 味，在 译 文 中 以
动词 “战斗和斗争 （ｃｏｍｂａｔ）”表达，显性表现了斗争的艰巨性
和中央的重视。增译动词。

十八、提高党的领导水平 Ｔｈｅ　ＣＰ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原文为动词小句，译文采用名词词组。原文中的 “提高”在译
文中省去。省译动词。

　　注：表中使用黑体标示的信息成分，在 “中文专题名称”栏的，表示该信息成分在英译文中省译；在 “英译文”栏
的，表示该信息成分在英译文中增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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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应努力保持忠实；从外宣效果来说，以译文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信息，达致理解和共情，
也是忠实的应有之义。

最后，忠实对象的恒定性。虽然不同历史时期外宣翻译的忠实内涵不尽相同，但这些观点源于

当时、当地的对外宣传需要，囿于当时、当地对翻译文本创建手段的认知，服务于对外展示国家形

象的意图。外宣翻译忠实观的发展脉络表明，实现忠实的文本手段有历时变化，具有不恒 定 的 特

点，但这些观点背后，忠实的对象是恒定的———通过文本手段最大化国家利益，即通过动态改进外

译指导策略，持续完善翻译操作方法，达到优化呈现国家形象的目的。
从传播效果来看， 《理政》的成功英译是忠实的。但是，外宣翻译的忠实在翻译策略选择上，

有从异化到归化的历时变化倾向，能否引入某个概念框架来解释这种变化呢？笔者认 为，将 《理

政》的英译纳入机构翻译的框架考察，可为外宣翻译忠实观的动态变化提供思路，也为 《理政》英

译过程中的程序设计和策略选用分析建立理论基础，以阐明学理，规制实践。

四、机构翻译的属性：忠实于官方规约

《理政》的英译属于官方组织的翻译活动。人类历史上，官方组织的翻译活动自古有之。既有

引入型的翻译，如唐代的佛经翻译；也有政府设立，面向国内多语种族群，就社会事务、国家政策

等开展的翻译，如加拿大的联邦翻译局［１８］［１９］［２０］从事的翻译活动；还有国际组织内部的常设翻译机

构开展的翻译实务，如欧盟委员会翻译服务处为欧盟多个委员 会 和理 事会 提供 的翻译 服务［２１］。这

些翻译活动都由官方组织进行，有具体的管理和翻译机构，秉承一定的翻译原则，体现官方意志。
官方组织的翻译活动，也存在组织方虽为官方机构，但并不是国家机构的情况，如上文提到的

欧盟委员会翻译服务处。曾为该服务处译员的Ｋｏｓｋｉｎｅｎ提出了相对宽泛 （因而也更具包含性）的

“机构翻译”定义［２２］（Ｐ２２）：“我们将官方实体 （如政府部门、跨国组织、以官方身份行事的私营公司

或个人等）以翻译为媒，向特定受众 “言说”的情形，视为机构翻译。”① 据此定义，《理政》的英

译个案以及更抽象层面的外宣翻译，均具机构翻译属性。
翻译机构的官方属性是一个渐变体。Ｋｏｓｋｉｎｅｎ认为渐变体的一端是非常正式、有特定任务的

机构，远端是 文 学 类 书 籍 的 出 版 社，因 为 文 学 类 译 著 传 达 给 读 者 的 是 原 作 者 （而 非 机 构）的 声

音［２２］。Ｍｏｓｓｏｐ对翻译机构官方性质给出的判断标准是：当 （读者认为）译文由机构提供或原文作

者为机构成员时，此类译文就是在为机构表情达意，视为机构翻译［１９］。翻译机构官方属性的渐变

特点实际上反映的是机构翻译的特定产品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官方意志，或者说该翻译产品在多大

程度上受到机构的制约。并不是所有机构参与的翻译都能称之为机构翻译，只有在渐变体中官方性

质最强的机构开展的，受机构制约，代表官方意志的翻译，才是机构翻译［２３］（Ｐ５７）。机构翻译判断标

准的讨论表明，官方规约性是机构翻译的共性。
在官方规约指导下，机构决定翻译的环节和细节，其产品看似为执行翻译的机构发声，实则替

管理机构的官 方 代 言，具 有 代 言 性。机 构 翻 译 的 另 一 个 特 点 是 专 为 特 定 受 众 服 务。Ｍｏｓｓｏｐ［１８］和

Ｋｏｓｋｉｎｅｎ［２３］都认为，机构是翻译中的主导 者 和施动者，通过为特定读者翻译，从而为特定人群服

务。机构的这个特点，在翻译文本上也有体现［２４］。Ｋｅｌｌｅｒ认为机构产出的文本具稳定 性，与 赋 予

机构的使命和任务有关，具有集体性，是用目标人群能理解的方式来创建想要传递的事务、思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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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２５］（Ｐ７３－７４）。机构翻译采用的语言形式是载体和手段，服务于创建目的，具有靶向性。
机构翻译的官方规约共性可用来解释外宣翻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忠实内涵差异以及生发于这些差

异的指导原则。外宣翻译忠实的恒定对象，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说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外宣翻译的管理部门依据指示形成官方规约，制定外译目标。根据目标，翻译机构确定翻译策

略倾向，采用具体的翻译方法，将官方规约转化为具体动态的忠实内容，用文本手段在外译中创建预

期的传播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同历史时期外宣翻译的指导原则都是忠实的。循着机构翻译的

共性，我们可以从理论上阐明坚持外宣翻译忠实指导原则的理据，理顺外宣翻译忠实的恒定对象和忠

实的动态内容之间的关系，在实践方法上依官方规约，打破传统译论的桎梏，在语言形式层面进行译

文意义配置时，不拘泥于直译、意译之争，均衡考虑信息准确、完整传递与读者接受效果。

五、《理政》英译的特点：归化导向的忠实

《理政》英译者对翻译过程的描述和总结表明 《理政》的英译有特定指导思想、翻译原则，也

有特定新设的评估和审核程序，机构制约因素突出①。制约因素中，《理政》英译的传播目的和读

者定位及其对翻译过程和译文构建的影响是本文考察的重点。这些重点制约因素的厘定生发于机构

翻译具有的代言、集体和靶向的共性。分析、挖掘 《理政》英译的特点，可以从这些重点制约因素

的考察入手，为 《理政》的忠实英译提供理论支撑和后续实践参考。
（一）融通中外传播导向，普通域外读者定位

２０１８年８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 工作 会 议上 提 出 要 “完善国际传播工作格局，创

新宣传理念、创新运行机制”以推进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

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２６］。中央编译局资深翻

译、《求是》英文版定稿人贾毓玲认为需要建立 “以融通中外为导向的”对外话语传播体系，以利

于 “政治话语重建与创新，会极大提高外宣文本的可译度，提升外宣翻译工作的可操作性，减少外

宣翻译由于文本的内宣特色太浓而面临的巨大挑战”［１７］。贾毓玲的感言说明：长期以来，外宣翻译

的原文创建时，内宣特色鲜明，造成翻译操作困难；建立新时代融通中外的话语传播体系，有利于

外宣翻译可译度的提升，也有利于外宣翻译传播效果的提升。就翻译的准确度而言，参与外宣翻译

的中方专家多为资深翻译，且有大量外国专家把关，不会存在错译的情况，但存在因 “硬译”而导

致的译文生硬、国外读者接受度欠佳的问题。
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构建，意味着从顶层设计层面拓展了外宣翻译的意义重构操作空间。整体

而言，内宣和外宣受众所处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内外有别，传播目的不同，阅读习惯和偏好也

不一样。理想状态是，如果能在内宣的同时，在文本构建模式和行文方式上兼顾到外宣的需要，那

么原文本造成的外译困难就会得以消减。陈明明认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在实际 操 作 层

面，要结合新时代传播目的，以读者需要和读者阅读习惯为导向，厘定翻译策略，在充分考量中、
英双语思维模式和表达习惯差异的基础上，少用直译和拼音，多从现代英语中有甄别地选用 “有用

的词汇”［１０］。陈明明先生提到的这些翻译方法，对于翻译实践，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
《理政》中文版部分章节涉及党政文件的内容，英译的过程中，不仅采纳了上述指导意见，在

精准定位域外读者方面，更是首次提出要以普罗大众，而非以前外译面向的 “中国通”式的专家读

者为受众对象。参与英译的黄友义先生就明确谈到 《理政》英译的清晰读者定位：“我们这次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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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理政》英译本已出三卷。现有文献中，英译专家的经验总结基于第一、二卷的英译。截 止 到２０２２年７月５日，

尚未见基于第三卷英译的回顾和总结。



的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读者对象属于比较大众的，要让国外普通老百姓能够看懂。”［２７］从机构

翻译官方制约因素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将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视为新时代最具根本性的官方制约

型指导意见，那么域外普通读者的受众定位，则为 《理政》的英译提示了具有官方制约性的机构翻

译团队工作模式和英译策略指南：三轮中外专家译校，归化翻译追求实效。
（二）双语团队专业译校，读者接受贯穿实操

中外译员合作的模式在我国官方翻译机构中由来已久。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母语为目的语的外

来专家参与我国外宣机构翻译实践的情况就并不鲜见。一般情况下，正式出版的译文先由国内译员

执笔，经外来专家润色后再交由国内译员定稿［２８］。随着合作的稳固和深入，有些外来专家已经成

为了翻译机构的 “干部”，如外文出版社的沙博理先生［２９］。新时代背景下的外宣翻译也一直在延续

中外合作的模式，并拓展到引入目标语国家的相关机构参与译文的斟酌。例如，中国外文局和英国

文化委员会有定期会议机制，共同探讨政治词汇的英译问题［１０］。与目的语国家专家及机构的合作，
从译员团队构成上为译文的阅读体验和传播实效提供了参考和保障。

《理政》的英译，也采用了中外专家团队合作的模式。据徐明强先生介绍［２７］，整个外译团队共

有１００多人集中开展工作。中方译员完成初稿后，交由外来专家进行修改和润色，再交还给译员，
如有问题，译员和外来专家进行讨论后定出初稿。初稿完成后，根据 《理政》原文本中涉及的不同

话题，邀请各参与机构中熟悉该话题的中方双语专家加入译员队伍，负责各相关部分的定稿。完成

定稿排版后，再由定稿人通读译校。此后，《理政》英译团队启用了新设的集体通读程序：全体定

稿专家齐聚翻译室，将文档投屏，集体逐句通读，如有问题，现场修改润色。
逐句通读时，排版的定稿业已经过了中方译员初译－外来专家译校－中方译员定稿－中方专家

审校四个程序，是二审的定稿。一审保证了源语意义在译语中重构表达的完整性和正确性，二审确

认了译语表达的政治性和专业性。专家的现场集体通读，实际上是在做三审。在逐句译校 的 过 程

中，三审解决的是译语表达的通顺可读性问题。三审定稿的英译本具有以下特点［２７］： （１）篇章译

名及封面设计均采用简明原则。《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 “谈”字，英译时并未纠缠于是用英文

介词 “ｏｎ”还是稍显不正式的动词词组 “ｔａｌｋ　ａｂｏｕｔ”，而是参照英国前首相Ｊａｍｅｓ　Ｗｉｌｓｏｎ写的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ｒｉｔａｉｎ，将 《理政》英文篇名定为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下接习近平的拼音作

为作者署名。书名英译时省略了 “谈”字，但却清晰传达了中文篇名蕴含的意义。《理政》中英文

版封面均采用纯淡黄底色，简洁明快。（２）特色称谓及政治概念均采用意译原则。避免直译中国特

色政治词汇，必要时加背景注释，如文中出现的 “知青”一词，在文中进行了解释性描述和增译。
（３）文化特质及成语表达均采用释疑原则。中文四字格和成语，尽量使用英文相应表达，如 “爱屋

及乌”译为 “ｌｏｖｅ　ｍｅ，ｌｏｖｅ　ｍｙ　ｄｏｇ”。无相应英文表达时，要在考虑译文政治影响前提下加注。如

“凿壁偷光”的英译就要考虑其概念意义在英文中的转达是否会引起诸如中国人喜欢窥探他人隐私

等误解。（４）遣词造句及意义配置均采用顺应原则。句中多用 “小词”，动词后接介词，注重句中

词语搭配和通顺性，如以ｄｏ　ａ　ｇｏｏｄ　ｊｏｂ　ｏｆ来译 “我们努力 完 成…”；原 文 中 很 多 形 容 词 及 副 词 省

译；译文句子较原文短，多用名词短语译原文动宾结构，句式符合英文阅读习惯。
谭载喜等在介绍归化翻译策略时，对该策略指导下的翻译步骤和方法阐述如下［３０］（Ｐ１４）： “精心

选择有助于以这种方法翻译的文本；有意识地采用流畅、顺耳的译入语风格；改变目标文本以符合

目标话语类型；添加解释性材料；删除源语独有特征以及以译入语的预设与取向来使目标文本变得

总体和谐”。
比对上述介绍，《理政》英译团队采用的工作程序、工作模式和翻译方法，是归化翻译助力传播的

典型范例，更是在翻译人员调配、翻译流程设计和翻译策略选择上忠实于 “创建融通中外的对外传播话

语体系”这个新时代机构翻译官方规约的成功案例。因此，《理政》的英译是归化导向下的忠实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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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理政》英译体现的趋势与启示

本文从 《理政》英译的译例分析入手，提出了外宣翻译中坚持忠实标准的必要性，探讨了忠实

原则的相对性、忠实内容的多维性和忠实 对 象 的 恒 定 性，论 证 了 新 时 代 翻 译 工 作 从 引 入 介 绍 型 的

“翻译世界”到输出阐释型的 “翻译中国”背景下，《理政》英译采用归化策略的忠实性。
《理政》的英译具有代言、集体和靶向等机构翻译的共性特点。机构翻译的官方制约性在 《理

政》英译的过程中体现为以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为根本指导原则，以真实全面对外传播中国特

色、中国气派和中国成就的实效为导向，以异域普通读者为受众目标，在翻译团队及专家成员的选

用方面有新变化———坚持中外专家合作模式，根据不同话题，纳 入中 方 专业领 域 双 语 专 家 进 行 二

审；在译校流程和定稿环节方面有新举措———在保证二审定稿译文信息重构正确完整、无意识形态

和专业知识瑕疵的前提下，新设了最终定稿前的集体投屏通读润修环节，力求译文符合普通读者阅

读习惯；在翻译策略的选择方面有新特点———新增的中方专业领域双语专家二审及新设的集体投屏

通读三审环节，体现的是英译时对译文专业权威性和英文读者顺畅阅读体验的策略考量。
《理政》的英译采用了归化策略。在翻译方法的选择上，通过避 免 直 译 误 解、增 加 注 释 说 明、

删减冗余信息、改变信息流向和采用平实风格等手段来减少异域读者阅读障碍，是用易于理解的语

言形式来创造能指，引起共鸣，达成传播效果。语言形式的使用是手段，表情达意时，不是单纯追

求用英文的能指传递中文原文中的某个所指，而是为了在异域读者中重构 （有时是创建）中文中的

所指，让这类所指在语言配置上易于接受、在阅读体验上乐于接受，在共情达意上广为接受。
随着我国硬、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提升，新时代外宣翻译的一大任务无疑是要提升我国

的国际话语权，受众也就从以前比较小众的 “中国通”式的专家读者变为普罗大众。目标读者群的

变化要求我们在原文本建构模式上从国内宣传为主向融通中外导向转变，在思想认识上从传统的文

本翻译向专业的双语写作转变。这两个转变，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要求内宣文本创作团队提升公

共外交意识，在文本创建的模式和语言使用的范式两方面考虑国际传播的需要；从翻译学的角度考

察，要求外译专家团队多用归化翻译策略，在翻译实践的环节和译文接受的评估两方面考虑实际传

播的效果。因此，建立统一的国家级翻译管理部门，动态跟踪厘定对外传播需求，协调原文创建，
完善并贯彻行之有效的译文重构流程、译员选用机制和适用翻译方法，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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